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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测度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县“新四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度指数、

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从库区整体和区县两个空间尺度以及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4 个时间节点对库

区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综合

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整体上提升均比较明显，但“新四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值都集中在主城及

周边区县。②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整体尺度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比较有限，相对发展指

数处于“新四化”发展同步于生态环境状态。县域尺度的协调度指数平均值介于 0.549～0.818，且库腹区县的波动

幅度大于库尾区县；相对发展指数平均值介于 0.461～1.174，其波动规律与协调度指数相反，即库尾区县的波动幅

度大于库腹区县。③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在空间上呈现圈层扩散现象，基本形

成了库尾高水平和库腹低水平的片状集聚区。④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的阶段和类型都经历了从低层次型向高层次型的蜕变过程。

【关键词】：“新四化”；生态环境；耦合度指数；协调度指数；相对发展指数；重庆三峡库区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 - 8462（2018）07 - 0154 - 09

DOI：10.15957/j.cnki.jjdl.2018.07.019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四化”建设目标，即“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表征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取向
［1-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四化”与生态环境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更是通往金山银山的新道路。“新四化”与生态环境是一个交互耦合

的开放系统
［4］

，二者耦合协调状况能体现社会的文明程度
［3］

。一方面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通过人口增长、资

源能源消耗、产品废弃和农田污染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作用；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通过环境选择、人口驱逐、资金争夺和政策

干预
［5-6］

对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约束效应。因此，“新四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必须相辅相成，同

步发展。如何协调“新四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较小的生态环境损耗获得较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我国现代化

建设中一个重要课题
［7］

。科学测度“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标，并探讨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有利于科学认识我

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生态问题，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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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的学者从城镇化
［8］

、工业化
［9］

、信息化
［10］

和农业现代化
［11］

的单一维度出发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定量研究“两

化”或者“三化”的耦合或协调关系
［12-15］

，但“四化”综合研究的并不多；在空间尺度上，多数学者以市域或省域为单元研究

全国
［16］

，少有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同时较多文献关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17-18］

的关注还不多。另外现有文献多

集中于“单化”与生态环境间关系的研究
［19-21］

，未见将“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进行耦合协调状况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四化”与生态环境整体的研究思想，构建“新四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模型，利用

耦合度指数、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从重庆三峡库区整体和区县尺度以及 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 4 个时间节点对

研究区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研究，以期增进对当前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

平、空间格局及类型的认识。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指受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并有移民任务的地区。重庆三峡库区（28°28′N～31°44′N，105°49′E～110°12′E）

位于整个三峡库区的西段，为三峡工程核心库区，以下简称“库区”，库区面积达 46 118km
2
，占三峡库区总面积的 85%。截至

2015 年底，重庆三峡库区人口密度达到 430 人/km
2
，是同类型山地丘陵的 4倍以上，所辖区县中云阳、巫山、巫溪和奉节属于

秦巴山区全国连片特困区，三峡工程淹没陆地约 632 km
2
，淹没耕园地约 260 km

2
，移民近 120 万人，大面积土地资源丧失和大

规模移民迁建安置加剧了原本紧张的人地关系，产业空心化和社会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甚至危及到库区的社会稳定
［22］

。因此，

实现库区居民安稳致富，走“新四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特色之路，成为库区亟须解决的问题。

1.2 指标体系构建

研究“新四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首先要对两者进行定量测度，但目前学术界还未有统一的观点。本文在归

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23-27］

，充分考虑重庆三峡库区发展实际情况，遵循全面性、科学性、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从新

型城镇化指数、工业化指数、信息化指数和农业现代化指数构建“新四化”综合指数模型，从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和

生态环境响应构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模型（表 1）。

表 1 “新四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乡二元结构 0.24 人口密度 0.16

新型城镇化指数

U(u)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0.13

生态环境压力 E(P)

0.28
社会抚养比 0.24

-0.25 人口城镇化率 0.27
人口自然增长率

0.26

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

0.21

未利用土地面积比例

0.16

工业化指数 I(i) 医卫人员指数 0.15
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

城镇工矿用地面积比

例 0.18

-0.25 工业产出比重 0.31 U2
生态环境状态 E(S)

0.46

农业非点源污染潜力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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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化”综合 工业产值比重 0.34 人均负荷指数 0.23

指数 U1 工业能源消费总量 0.35
公里格网植被减少表

土损失量 0.14

信息化指数 X(x) 固定电话普及度 0.17
生态环境响应 E(R)

0.26

公里网格植被年固碳

价值量 0.09

-0.25 移动电话普及度 0.13 物种丰度指数 0.11

互联网普及度 0.19
生态服务用地指数

0.12

人均邮电业务量 0.12 环保投资比 0.24

农业现代化指数

A(a)
每万人专利量 0.20 环境治理指数 0.38

-0.25 教育支出比重 0.19 森林覆盖率 0.20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0.20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0.18

土地产出率 0.25

粮食生产率 0.30

农业机械化程度 0.25

1.3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涉及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 22 个区县 2001—2016 年各区县统计年鉴和相关统计信

息网站，少数区县的个别数据缺失，采用相近年份数据估算获得；第二部分为全球变化参数数据和基础地理本底数据，研究区

30 m×30 m 土地利用变化数据、1 km×1 km 归一化植被指数和植被减少表土损失量数据、1∶25 万行政区表 1划图，以上数据

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和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西南山地数据资源点。

1.4 研究方法

①计算功效系数。区域“新四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由“新四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构成，每个子系统又由若干个指标

组成
［28］

。当 xij 值对系统的功效贡献为正时，称为正指标，数值越大表明系统功效越好；当 xij 值对系统的功效贡献为负时，

称为负指标，数值越小表明系统功能越好。区域经济—环境耦合系统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Zij 计算公式为：

式中：Yij 为功效系数，0≤Yij≤1，表示目标完成的效果；xij 为现实值；xijmax 为指标中的最大值；xijmin 指标中的最小值。

②子系统功效综合评价。“新四化”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功效是各系统内所有指标对该子系统的贡献综合，可通过集

成方法来实现
［28］

。其计算公式为：



4

式中：U（i i=1，2）表示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Wij为子系统 i 指标 j 的权重。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均方差法确定

各指标权重，从而对各区域“新四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步骤参见文献
［29］

。

③耦合度指数测度。基于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Capacitive coupling）概念，引入李裕瑞等
［23］

对多要素之间耦合度的修

正改进模型：

式中：C 为耦合度指数，其值介于［0，1］，C 值越接近 1，说明系统间的耦合度越强，反之，则越弱。当 C=1 时，耦合度

达到最大，表明系统间处于最佳耦合状态，当 C=0 时，耦合度最小，表明各系统内各要素互不相关，系统向无序发展。

④协调度指数测度。耦合度指数只能说明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无法真实反映“新四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发展水平，为进一步反映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建立协调度指数模型：

式中：D 为协调度指数；T 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此处权重α=β=0.5。

⑤相对发展指数模型。耦合度指数和协调度指数能够评价“新四化”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但难以评价二者

相对发展状况
［30］

。为此引入相对发展指数模型，反映二者的相对发展关系。

式中：K 为相对发展系数；U1 和 U2 分别为“新四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
［3，30］

，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对协调度指数 D 值划分 3个阶段，综合耦合度指数、协调度指数及相

对发展指数的计算结果，对“新四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进行划分（表 2）。

表 2 “新四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与类型的划分

协调度指数 相对发展指数 阶段 类型 类型特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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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0.70 Ⅰ “新四化”滞后于生态环境，二者高度拮抗，系统趋于衰退

0≤D<0.650 0.70＜K≤1 拮抗 Ⅱ “新四化”同步于生态环境，二者低度拮抗，系统趋于优化

1＜K Ⅲ “新四化”超前于生态环境，二者高度拮抗，系统趋于衰退

0＜K≤0.70 Ⅳ “新四化”滞后于生态环境，二者低度磨合，系统趋于衰退

0.650≤D<0.700 0.70＜K≤1 磨合 Ⅴ “新四化”同步于生态环境，二者高度磨合，系统趋于优化

1＜K Ⅵ “新四化”超前于生态环境，二者低度磨合，系统趋于衰退

0＜K≤0.70 Ⅶ “新四化”滞后于生态环境，二者低度协调，系统趋于衰退

0.700≤D≤1 0.70＜K≤1 协调 Ⅷ “新四化”同步于生态环境，二者高度协调，系统趋于优化

1＜K Ⅸ “新四化”超前于生态环境，二者低度协调，系统趋于衰退

2 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结果与分析

2.1 “新四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分析

运用公式（1）和公式（2），将表 1 中指标代入其中，分别求得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发展指数 U1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U2，结果见表 3。

表 3 “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分指数水平测算结果

区域

“新四化”综合指数 U1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U2

2000 2005 2010 2015 平均值 2000 2005 2010 2015 平均值

渝中区 0.509 0.741 0.674 0.723 0.662 0.692 0.481 0.516 0.477 0.542

大渡口区 0.752 0.748 0.741 0.677 0.73 0.739 0.918 0.871 0.706 0.799

江北区 0.732 0.643 0.711 0.765 0.713 0.511 0.656 0.487 0.646 0.575

沙坪坝区 0.762 0.767 0.742 0.638 0.727 0.447 0.568 0.594 0.573 0.546

九龙坡区 0.762 0.712 0.738 0.766 0.745 0.424 0.57 0.528 0.492 0.504

南岸区 0.697 0.715 0.765 0.645 0.706 0.42 0.527 0.522 0.515 0.496

北碚区 0.612 0.652 0.746 0.68 0.673 0.423 0.537 0.562 0.554 0.519

渝北区 0.601 0.618 0.727 0.73 0.669 0.34 0.411 0.465 0.409 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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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 0.704 0.667 0.693 0.534 0.65 0.415 0.53 0.492 0.506 0.486

长寿区 0.621 0.628 0.671 0.699 0.655 0.289 0.451 0.536 0.575 0.463

江津区 0.656 0.634 0.551 0.636 0.619 0.39 0.443 0.612 0.606 0.513

涪陵区 0.664 0.63 0.658 0.539 0.623 0.443 0.52 0.595 0.613 0.543

万州区 0.504 0.573 0.634 0.705 0.604 0.608 0.685 0.598 0.642 0.633

开州区 0.478 0.529 0.544 0.597 0.537 0.455 0.543 0.586 0.683 0.567

丰都县 0.457 0.51 0.679 0.646 0.573 0.493 0.513 0.471 0.576 0.513

武隆县 0.517 0.554 0.561 0.561 0.548 0.406 0.468 0.465 0.522 0.465

忠县 0.487 0.5 0.532 0.59 0.527 0.487 0.455 0.664 0.551 0.539

云阳县 0.474 0.484 0.535 0.556 0.512 0.39 0.451 0.423 0.592 0.464

奉节县 0.403 0.5 0.497 0.577 0.494 0.467 0.506 0.421 0.556 0.488

巫山县 0.325 0.434 0.52 0.443 0.431 0.412 0.463 0.38 0.462 0.429

巫溪县 0.386 0.422 0.455 0.591 0.464 0.426 0.394 0.503 0.529 0.463

石柱县 0.416 0.462 0.455 0.533 0.467 0.442 0.459 0.568 0.597 0.517

平均值 0.569 0.597 0.629 0.629 0.606 0.46 0.525 0.539 0.563 0.521

从表 3 可以看出，2000—2015 年，库区“新四化”综合指数整体提升明显。从 2000 年的 0.569 增长到 2015 年的 0.629，

增长了 10.48%。各区县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巫溪从 2000 年的 0.386 增长到 2015 年 0.591，增长了 53.11%，其次是奉节增长

了 43.18%，主要是交通条件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库腹地区的发展。2000—2015 年期间有 12个区县高于库区平均值（0.606），

分别为九龙坡＞大渡口＞沙坪坝＞江北＞南岸＞北碚＞渝北＞渝中＞长寿＞巴南＞涪陵＞江津，这些区县多年来就是重庆相对

发达的区域。

另外，2000—2015 年，库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整体增长较快。从 2000 年的 0.460 增长到 2015 年的 0.563，增长了 22.36%。

各区县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长寿，从 2000 年的 0.289 增长到 2015 年的 0.575，增长了 49.74%，其次是江津增长了 35.64%。

表 2 表 32000—2015 年期间仅有 8个区县高于库区平均值（0.521），分别为大渡口＞万州＞江北＞开州＞沙坪坝＞涪陵＞渝中

＞忠县，其中仅有忠县位于库腹地区。

2.2 “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分析

根据公式（3），计算出各区县“新四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耦合度指数 C 值，在此基础上，运用公式（4）、

（5）分别计算出协调度指数 D值和相对发展指数 K 值，库区整体尺度的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采用区县均值替代。

2.2.1 库区整体尺度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分析

图 1 反映了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的基本状况。由图 1可知，2000、2005、2010 和 2015 年库区的协调度

指数分别为 0.627、0.662、0.684 和 0.698，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上，2000 年库区处于拮抗阶段，2005 年库区处于磨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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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库区处于协调阶段，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的演变过程。

4 个年份库区的相对发展指数分别为 0.819、0.731、0.802 和 0.766。在相对发展指数状态上，2000—2015 年均处于“新

四化”发展同步于生态环图 1 境建设状态（以下简称同步状态），但在时序上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特征。主要

原因是重庆直辖后，中央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现代化发展较快，而生态环境建设因周期较长短时间难以见效。当“新四化”

发展有超前于生态环境迹象时，政府就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当“新四化”有滞后于生态环境迹象时，政府就会加速现代

化发展速度，始终保持在同步状态内波动。

表 4 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县“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测算结果

区县

协调度指数 D 相对发展指数 K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变异系数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变异系数

渝中区 0.721 0.741 0.708 0.021 0.969 1.158 0.629 0.305

大渡口区 0.818 0.87 0.76 0.069 0.67 0.779 0.6 0.099

江北区 0.742 0.788 0.707 0.051 0.949 1.161 0.662 0.275

沙坪坝区 0.74 0.766 0.715 0.041 1.033 1.304 0.808 0.264

九龙坡区 0.73 0.741 0.709 0.021 1.149 1.406 0.902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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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区 0.708 0.746 0.674 0.051 1.032 1.167 0.824 0.201

北碚区 0.699 0.749 0.632 0.074 0.891 0.999 0.822 0.099

渝北区 0.662 0.715 0.597 0.079 1.174 1.377 1.009 0.204

巴南区 0.702 0.728 0.674 0.033 0.919 1.2 0.607 0.324

长寿区 0.672 0.738 0.583 0.102 1.022 1.386 0.883 0.312

江津区 0.674 0.738 0.646 0.064 0.847 1.149 0.503 0.346

涪陵区 0.687 0.732 0.665 0.047 0.786 1.004 0.521 0.255

万州区 0.7 0.765 0.631 0.082 0.616 0.831 0.429 0.239

开州区 0.644 0.713 0.578 0.085 0.539 0.553 0.517 0.02

丰都县 0.646 0.708 0.568 0.103 0.694 0.755 0.428 0.199

武隆区 0.614 0.643 0.575 0.043 0.662 0.69 0.628 0.033

忠县 0.632 0.669 0.592 0.065 0.561 0.661 0.453 0.119

云阳县 0.594 0.659 0.549 0.07 0.591 0.688 0.537 0.091

奉节县 0.601 0.663 0.551 0.071 0.558 0.648 0.424 0.131

巫山县 0.549 0.576 0.502 0.048 0.513 0.763 0.375 0.22

巫溪县 0.573 0.661 0.522 0.094 0.512 0.683 0.408 0.16

石柱县 0.59 0.649 0.546 0.066 0.461 0.507 0.384 0.072

平均值 0.668 0.698 0.627 0.063 0.78 0.819 0.731 0.193

2.2.2 县域尺度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分析

表 4 反映了库区 22 个区县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由表 4 可知，2000—2015 年区县协调度指数均值介于

0.549～0.818，有 10 个区县低于库区平均值（0.668），最大值前三位的区县为大渡口区、江北区和沙坪坝区，因受库区蓄水

影响小，且公共绿化投入力度大，“新四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较好。最小值后三位的区县为巫山县、巫溪县和石柱县，因

受库区蓄水直接影响，且交通通达性较差，“新四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欠佳。变异系数最高值为丰都（0.103），是最低值

渝中（0.021）的 4.9 倍，高于变异系数平均值（0.063）的区县有 14 个，其中有 8个区县分布于为库腹。可见库区有近半数的

区县协调度指数偏低，且区县之间的相对差异比较明显，库腹区县的波动幅度略大于库尾区县。

2000—2015 年区县相对发展指数均值介于 0.461～1.174，有 11 个区县低于库区平均值，最大值前三位的区县为渝北区、

九龙坡区和沙坪坝区，主要是区位优势明显，工业基础雄厚，人才集中，因而“新四化”发展水平较高。最小值后三位的区县

为石柱县、巫溪县和巫山县，主要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工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特贫人口比例大，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因

而“新四化”发展水平有限。变异系数最高值为渝中区（0.305），是最低值开州区（0.020）的 15.3 倍，高于变异系数平均值

（0.193）的区县有 13个，其中有 11 个区县分布于库尾。可见有半数的区县相对发展指数偏低，且区县之间的相对差异十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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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库尾区县的波动幅度大于库腹区县。

2.3 “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分析

本文应用 GIS 软件绘制 2000、2005、2010 年和 2015 年 4 个时间节点库区 22 个区县的协调度指数时空演变图和相对发展指

数时空演变图（图 2、图 3）。

由图 2可见，协调度高值区在 2000 年时分布比较小，2005 年高值区小幅度缩减，2010—2015 年高值区逐渐回升但被低值

区阻隔，2000—2015 年高值重心由库尾向库腹转移。协调度低值区在 2000 年集中在渝东北区，2010 年后大幅减少，2015 年库

区已形成高低值相间分布的格局。总体上表现为，图 2 图 32000—2015 年间，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基本形

成了以主城区高水平的片状集聚区，受主城距离的影响，在偏远区形成低水平的片状集聚区。

图 3 可知，2000—2015 年间，库尾主城及周边区的相对发展指数较高，并有向库腹延伸的趋势，但相对于库区整体而言，

渝东北地区仍是以较低水平的片状或点状集聚为主。这主要是渝东北地区多为库区腹地山地丘陵区且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山地

面积占比较高、地形复杂、生态较为脆弱，其相对发展指数相对较弱，虽近年来各区县均大力发展交通、改善区位条件，但相

对地位没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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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阶段与类型分析

将上述结果，参照表 2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及类型，结合 ArcGIS10.2 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图 4）。

2.4.1“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阶段分析

由图 4 可知，2000 年“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处于拮抗阶段的区县最多有 13 个，其次是处于协调阶段有 5

个，最少的是处于磨合阶段的有 4个分别为南岸、涪陵、巴南和江津。2005 年数量最多的仍是处于拮抗阶段的区县有 10 个，相

比 2000 年减少了 3个区县，其次是协调阶段有 8 个，最少的是磨合阶段有 4个分别为江津、涪陵、长寿和万州。2010 年处于协

调阶段的区县数量最多有 13 个，其次是拮抗阶段有 6 个，最少的是磨合阶段有 3个分别为江津、忠县和开州。2010 年处于协调

阶段的区县数量最多有 11 个，其次是磨合阶段有 8个，最少的是拮抗阶段有 3个分别为巴南、武隆和巫山。组成比例上，2000

年拮抗、磨合和协调三个阶段的比例分别为 59.09%、18.18%和 22.73%，呈“正金字塔形”局面；2005 年三个阶段的比例分别为

图 445.45%、18.18%和 36.36%，呈“葫芦形”局面；2010 年和 2015 年三个阶段的比例分别为 59.09%、13.64%、27.27% 和 50%、

36.36%、13.64%，呈“倒金字塔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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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分析

由图 4 可知，2000 年“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类型最多的是Ⅰ型有 10 个区县，最少的是Ⅱ和Ⅳ型分别为武隆和南岸，

没有Ⅴ和Ⅶ型，其余类型均较少。2005 年Ⅰ型仍是最多表现类型有 7 个，Ⅷ型为次多类型有 5个，没有Ⅲ和Ⅵ型，Ⅴ和Ⅸ型为

最少类型各 1个分别为涪陵和巴南。2010 年Ⅷ型为最多类型有 8个，Ⅰ型为次多类型有 4个，没有Ⅲ和Ⅵ型，Ⅴ型为最少类型

仅江津。2015 年Ⅷ型仍是最多类型有 7个，Ⅳ型成为次多类型有 5个，没有Ⅲ型，Ⅸ型为最少类型为沙坪坝。结构组成上，2000

—2015 年，相对发展指数处于滞后状态的占比为 47.73%，同步状态为 38.64%，超前状态为 13.64%，呈“金字塔形”局面；年

际之间，2000—2005 年，相对发展指数处于滞后状态、同步状态和超前状态分别为 52.27%、29.55%、18.18%，呈“金字塔形”

局面，2010—2015 年，相对发展状态占比依次为 43.18%、47.73%、9.09%，呈现“水滴形”局面。

3 结论与讨论

①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整体上提升均比较明显，分别实现了 10.48%和 22.36%

的快速增长。高于库区“新四化”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两个平均值的区县主要集中在主城及周边。说明库腹地区面临着“新

四化”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应控制人口数量，完善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体系，加强主城及库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

用，综合治理库区农业非点源污染和水土流失。

②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整体尺度的“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比较有限，相对发展指数处于“新四化”发

展同步于生态环境状态。县域尺度的协调度指数平均值介于 0.549～0.818，库腹区县的波动幅度大于库尾区县，相对发展指数

平均值介于 0.461～1.174，库尾区县的波动幅度大于库腹区县。因此库区需处理好“新四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推进“新四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③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圈层扩散现象，基本形成了以主城区高水

平的片状集聚区，向周边区县扩散，受主城距离的影响，在偏远区形成低水平的片状集聚区。因此，库区应加强落后区县的基

础设施建设，培育库区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区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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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主要阶段经历了从拮抗向协调的跨越过程，实现了从“正

金字塔形”局面向“倒金字塔”局面的转变过程。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经历了从 2010 年前Ⅰ型为主要类型向 2010 年以后的Ⅷ

型为主的跳跃过程；结构组成上，实现了从 2000—2005 年相对发展状态呈“金字塔形”局面向 2010—2015 年“水滴形”局面

的蜕变过程。表明，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在阶段演替和类型更替上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整体上结构并不合

理，尤其缺乏中间区县的链接作用，阻碍了库区“新四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库区应控制发达区县的过快发展，

鼓励中间区县的发展。

“新四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在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四化”综合指数与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指数、协调度指数和相对发展指数研究了 2000—2015 年重庆三峡库区“新四化”

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但是，“新四化”—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系统，涉及指标较多，受各方限制，难以准确把握

系统内部的组分与结构，对于“新四化”发展—生态环境效应—体制响应反馈环的机理难免存在认识的不足和缺陷。今后的研

究可从系统分析的角度，确定系统边界，探讨不同层次系统之间的耦合影响，对于研究范围较大的区域可以从分区的角度加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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